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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
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
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
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
为背后的微观机理———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
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
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
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
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
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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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倡导社会治理
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如何激励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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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及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
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

合作生产理论为理解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潜在的理论解释。合作
生产概念最早由Ｏｓｔｒｏｍ等学者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合作生产被描述为公
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现象，强调公众在消费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兼具生
产性角色（Ｏｓｔｒｏ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８；Ｐａｒｋ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１）。而后，合作生产概念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Ｂｏｖａｉｒｄ （２００７）认为，以公众参与为理论基础的合作生产简
化了公共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关系，合作生产应被视为一种超越公众参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和参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新研究范式。为发展出一个更加全面的
合作生产概念，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相继提出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逻辑等范式
框架（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１８），从理论变迁的角度重构形成了以价
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用以描述“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
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志愿性或非志愿性参与”的过程（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作为合作生产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
合作生产理论为重新审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其重视以公
众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的理念内核，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意涵高度契
合。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聚焦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公共政策领域，整合合
作生产、公共价值、价值共创等新兴理论思潮，尝试对合作生产理论进行本土
化重构（王欢明，２０２２；王学军，２０２０ａ），相关研究呈现出从概念引介到实证
分析的变化趋势。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在中观理论层面探讨合作生产问题，
鲜有研究将价值共创视角下的合作生产研究拓展到微观的个体行为及其心理效
应层面，尤其是较少有学者立足价值共创的分析视角，阐释和回应公众参与合
作生产的激励问题。作为合作生产中价值主张的主要倡议者和促进者，政府既
担负激励公众进入“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框架的责任，也面临确保公共价值作
为合作生产根本方向的重要考验，基于价值共创视角审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
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在以激励公
众参与合作生产为核心议题的前沿文献中，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焦点从人口统计
学因素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李华芳，２０２０）。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
合作生产行为一般会以某种甚至多种动机为前提，合作生产动机被看作是理解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心理机制（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 Ｍｏｒｔｅｎ，２０１３），其可以预测不
同激励措施下公众的合作生产意愿和行动逻辑。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以价值
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出发，以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合作生
产现象为例①，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梳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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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研究有利于夯实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基础，为有效激励
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理论启示。

二、文献回顾、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１ ． 合作生产概念变迁中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
严格意义上讲，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非明确的理论术语，而是寓于合作生

产理论范畴中。早期的合作生产概念通常将公众参与视为公共服务提供的附加
程序，公众必须在公共服务交付时及交付后以政府期望的方式行事，才能达成
服务和政策目标（Ｂｒｕｄｎｅｙ，１９８３）。公众参与合作生产被看作是政府实现服务
绩效的一种手段，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也因而表现为与资源贡献、政策遵从和服
务互动等相关的参与活动（Ａｌｆｏｒｄ，１９９８）。

然而，过分强调合作生产的工具理性和管理主义，易使事先难以准确界定
的多元价值被忽视。为回应合作生产所面临的价值缺失问题，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借
鉴服务管理理论中的价值共创概念，重新定义并分析了合作生产理论框架，强
调合作生产需要回应外部的、非时效性的以及长远的价值，揭示合作生产的本
质是一种社会价值建构（王学军，２０２０ｂ）。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生产不再是
可有可无的一种公众参与形式，而是公共服务生产的内在属性，与由公众驱动
的价值共创直接相关（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伴随着价值共创概念在合作生产
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一些研究也不满足于将此概念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嵌套推演
上，而是试图从价值共创角度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Ｔｕａｎ （２０１８）借鉴
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提出的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参照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指出与
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直接相关的价值共创活动包括参与行为和公民行为两类。其
中，参与行为是指合作生产中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和符合政府期望的（角
色内）行为，涉及信息搜寻、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公众需要搜寻
合作生产任务的信息，也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共享信息资源、遵从政策规定、改
善政民服务互动的关系质量。公民行为则是指公众自愿的（角色外）行为，涵
盖反馈、倡议、帮助和宽容。尽管它并不是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个体行为
条件，但可以为合作生产创造额外价值。公众通过表达公共服务的改良建议、
倡导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帮助他人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容忍政府造成的附
加服务成本等途径，为实现公共服务价值最大化采取行动。
２ ．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
早在合作生产概念诞生之初，就有学者尝试从动机角度探究公众为何参与

·６·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合作生产。早期研究虽未明确提出“利己”和“利他”的概念，但总体侧重于
强调由金钱、福利等物质奖励引起的利己动机。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动机图谱进
行了初步探索（Ｓｈａｒｐ ＆ Ｅｌａｉｎｅ，１９７８），但遗憾的是，随着合作生产研究的式
微，动机研究并未取得新的进展（Ｂｒｕｄｎｅｙ，２０２０）。２１世纪初，合作生产研究
的复兴使与其相关的动机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Ａｌｆｏｒｄ （２００２）的研
究最为经典，其摆脱早期研究秉持的公共经济学方法，遵循基于行为动机复杂
性的研究路径，指出公众不只关注合作生产所带来的物质奖励，也重视非物质
的、其他有价值的回报。Ａｌｆｏｒｄ的动机图谱沿用外在与内在、利己与利他的分析
视角，区分了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价值期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动机类型学的
基础框架。以此为起点，本文对动机图谱的研究进行梳理回顾。

在外在动机方面，基于收益－成本的纯粹考量，学者们明确将这类动机区
分为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与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前者是指公众期望获得与其
合作生产投入相称的利益补偿，例如代金券、社会福利、个体所需的整洁或安
全的生活环境等（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收益形式与公共服务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的物质属性有关。而后者描述的是公众对不合作可能遭致制裁干预
的回避，包括法律制度等强制措施和社会谴责等温和惩罚（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２）。作
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内在动机则涉及个体自主感、能力感和成就感等内部
需求，源自个体期望从合作生产中获得自我决定感和能力（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包
括内在效能和外在效能两类（Ｖａｎ Ｅｉｊｋ ＆ Ｓｔｅｅｎ，２０１６）。其中，内在效能是指公
众对自己有效理解和有效参与的能力的看法，而外在效能是指公众对投入合作
生产努力的有用性的看法，涉及公众对服务绩效的感知、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参
与机会的评价（Ｂｏｖａｉ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当公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时，社会型动机通常也被学者们考虑为公众参与
合作生产的重要动机，其具有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双重特征。社会型动机的
外部归因强调公众关注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例如，来自于社会成员的认可或压
力会促使公众去遵守群体规范（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社会型动机的内部归因则和公
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的享受和乐趣有关，源于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公众提
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也有研究表明，公众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支持个体合
作生产意愿和行为的集体效能感，具体表征为公众对通过集体努力所取得共同
利益的信念、对社会成员合作生产意愿和能力的信任等方面（Ｆｌｅｄｄｅｒｕｓ ＆
Ｈｏｎｉｎｇｈ，２０１６）。

无论是外在动机还是内在动机，在早期研究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总是出
于利己的目的。随着公共服务动机、亲社会行为等研究不断丰富，学者们开始
重视个体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有关志愿服务的文献指出，合作生产可能
是基于“不纯粹”的利他主义（Ｉｍｐｕｒ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认为公众在参与时能够同时
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Ｓｔｅｅｎ，２００６）。根据利他动机中目的取向的差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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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区分为规范型动机和表达型动机。前者是以遵守某种规范性价值承诺为行
为目的，强调价值观对个体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２）；后者是以展
示某种规范性价值为行为目的，认为合作生产任务能为公众带来实现自我价值
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Ｓｈａｒｐ ＆ Ｅｌａｉｎｅ，１９７８）。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尽管以往研究在探究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图谱上已积累了丰

硕成果，但对如何激励公众在合作生产中扮演价值创造者的动机阐释仍存在进
一步拓展的空间，面临着动机图谱的重构或再审视的需要。考虑到动机和行为
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学者们对合作生产行为的理解决定着如何阐释公众参与合
作生产的动机归因。随着合作生产研究从产品或服务主导逻辑转向公共服务逻
辑，合作生产理论与价值共创实现深度融合，学者们开始摆脱早期合作生产研
究中公众参与的解释框架，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内涵寓于公共服务逻辑的研
究范式之中，呈现出向价值共创延伸和拓展的理论发展趋势。在以价值共创为
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下，政民关系的重构和整体性治理的要求促使公众承担
更多的公共价值使命（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公众作为合作生产者不只是表达
需求、消费服务和评价服务，或是遵守公共政策调整以及约束合作生产的态度
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以个体能动性整合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通过一系列价值共
创活动增进不同维度的价值（Ｓｋｌé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但目前动机图谱的研究很
少触及以价值共创为核心表现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导致已有的动机结论难以
充分阐释公众在合作生产中推进价值共创的行动逻辑。在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研
究中，虽然有学者关注到私人部门的价值共创行为研究对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
为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但却忽视了公私部门合作生产具体情境的差异性。
例如，在公共领域，合作生产的价值结果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私人价值与
公共价值等多重维度（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单纯借鉴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
难以刻画个体在改善公共价值方面的努力，在引入动机研究时需要结合具体情
境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进行内容结构的调适。本文尝试从价值共创视角切入，
在重新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究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
的动机图谱及其机理问题。

（三）混合研究设计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顺序性探索的混合研究方法，即运用建构性思

维分析开放性定性数据以构建理论模型，再通过定量研究对模型予以检验（谭
新雨，２０１９）。为诠释实践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要素，本文立足于
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情境开展混合研究设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
现实表明，“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须要有公众的集体意愿”（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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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办公室，２０２０）。公众通过采取主动居家、自觉测量体温、线上互助等行
为，为改善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成效而贡献努力，具有典型的合作生产和
价值共创特征。本文的研究步骤是：第１阶段，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明确
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图谱，形成理论范畴和模型框架；第２阶段，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理论模型中动机影响合作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

三、模型构建和质性分析过程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择
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适用于从概念上发展出解释人类动机或行为模式的理

论模型（Ｗｏｏｄ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沿着“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
的程序化扎根思路，本文首先对质性资料进行逐项提炼和归纳，在厘清公众合
作生产行为这一核心范畴的基础上，识别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其次，探
索各类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围绕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及其关
系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

依据“三角测量”的要求，本文采用多种资料来源和搜集技术。本文的资
料可以归纳为主资料和三角资料两类：主资料是指以网民评论为代表的二手资
料。以来自新浪微博的“近期你出门了吗？每天都是怎么过的？”在线调查作为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利用Ｐｙｔｈｏｎ软件爬取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９日—８月２７日的全
部评论，通过对１０３４条评论预处理①后，剩余４８２条作为主资料。三角资料是
指以访谈为主的一手资料。由于单条网民评论蕴含的相关信息较为有限，本文
通过半结构化的开放式访谈对主资料进行数据补充。在告知受访者相关背景知
识后，访谈围绕“根据您的经历，请您回忆在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期间您做出过
哪些努力或投入过哪些资源，配合居委会、志愿者等共同维护本社区的公共卫
生安全？”，以及“请您回忆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或考虑去做出这些努力或投入
这些资源？”等核心问题，对１０名社区居民②展开开放式问答，要求受访者尽量
在回答问题时列举具体事例。本文综合这些资料建立起研究资料库，部分访谈
资料应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开放式编码及其范畴化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本文将访谈语料和网民评论随机打乱，以质性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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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删除了与该话题无关或信息量稀少的评论；删除仅涉及公众行为的评论；删除评论
中的话题标签。

由于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经历的相似性，访谈在进行到第１０名访谈对象时没有新
的概念涌现。



每一条语句为分析单位，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１对其逐字逐句进行比较、编码、标签、登
录，从中发掘初始概念，并进一步对获得的初始概念重新分类组合，实现概念
的范畴化。如表１所示，共得到４８个初始概念和１５个范畴。

表１　 开放式编码与初始范畴提炼
范畴 初始概念

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 个体安全；家庭安全；风险感知；风险规避；充实自我；陪伴家人
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 群体规范；对破坏秩序者的社会谴责；管控感知
由归属需求引起的动机 亲朋好友的共同参与；情感支持；通过社交减少心理压力

由效能感知引起的动机 任务容易；任务－能力匹配；投入成本低；集体努力的效能期望；共
同信任

由感恩心理引起的动机 对他人付出的感激；对他人付出的珍惜；与他人付出进行比较

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动机 以他人安全为中心；避免对他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维护他人安全的
成就感

履行公民责任的动机 不给国家添乱；为国家做出贡献
信息寻求 关注现实情况；主动信息搜集
信息共享 准确表达个体需求；向社区工作人员提供信息

积极遵从 减少外出活动；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主动做好健康
监测；不信谣不传谣

良性互动 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与社区工作者保持友好关系
意见反馈 向社区提供工作改进建议；评价社区的管理方案
价值倡导 传递信心；宣传政策；转发有效信息；劝告亲朋好友
助人为善 提供网络援助；积极捐款；健康知识科普；提供解压策略
共同服务 参与社区志愿工作；关注志愿者招募信息

注：限于篇幅，初始编码的语句没有包含在表中，原始语句来源于访谈语料和网民评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主轴编码与主范畴提炼
在主轴编码阶段，为了确认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要素，本文将

质性资料中涌现的１５个副范畴进一步凝练，归纳出动机和行为的５个主范畴，
并根据每个主范畴所体现的内涵，借鉴文献回顾中系统梳理的动机和行为特征，
对每一个主范畴进行命名（见表２）。

表２　 主轴编码与主范畴提炼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内涵

利益权衡型动机 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
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 具有利己取向、关注外部激励的合作生产动机

互动体验型动机
由归属需求引起的动机
由效能感知引起的动机
由感恩心理引起的动机

具有利己取向、关注内部激励的合作生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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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内涵

价值引领型动机 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动机
履行公民责任的动机 具有不纯粹利他主义取向的合作生产动机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信息寻求；信息共享
积极遵从；良性互动

以参加、合规、遵从等为特征的一般合作生产
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意见反馈；价值倡导
助人为善；共同服务

以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额外合作生产
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选择性编码和模型建构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本文基于质性语料和对上一阶段形成的５个主范畴的统

合分析，发现三类动机均可独立作用于参与型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且公民
型合作生产行为背后的动机要素通常以组合形式涌现，不同动机之间存在相互
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各类概念范畴进行理论化。具体而言，利益
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可归纳为核心范畴“公众合作
生产动机”，而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可归纳为核心范畴
“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综上，本文提炼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
机行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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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行为模型的理论饱和度，本文选取部分

访谈资料，重复进行前述的三级编码过程，并未发现新的概念与范畴，已有的
范畴之间也并未出现新的关联，图１所示的理论模型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具备较好的现实解释力。

四、编码结果阐释和模型质性分析

（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类型及其内容的理论探讨
根据编码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似，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可被区分为参与型合

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两类，二者在任务特征和价值结果上存在学
理层面的差异。首先，参考Ｂｒａｎｄｓｅｎ和Ｈｏｎｉｎｇｈ （２０１６）对合作生产任务类型的
考察，本文对参与型和公民型两类合作生产行为的任务特征进行区分，试图从
“公众执行何种任务”的角度进行类型学分析。已有研究表明，依据公众所执行
的合作生产任务接近组织核心服务的程度，合作生产任务可以按照“非互补性”
和“互补性”加以审视（李华芳，２０２０）。前者依赖于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
行为，在本文的案例中表现为公众需要完成与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直接相关的合
作生产任务；后者则与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有关，公众运用自由裁量权
和个体资源对合作生产任务进行主动调适和积极反馈，并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
化方面做出建设性改变。其次，依据公共服务逻辑强调从关注绩效转变为创造
价值的基本观点（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１８），本文将合作生产的价值基础作为界定公众
合作生产行为类型的重要区分维度，试图从“公众创造何种价值”的角度进行
类型学分析。受价值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参与型和公民型两类合作生产行为在
其所要实现的价值结果方面相互区别。前者在本文的案例中表现为公众采取行
动促进政府期望目标的实现；后者则旨在创造更多非任务型目标实现的额外价
值，有效弥补了合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价值缺失。

在类型区分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细化并修正了公众合作生
产行为的内容维度。例如，本文剔除了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中Ｔｕａｎ等学者
（２０１８）所提到的宽容维度，原因在于宽容本质上具有被动接受的行为表征，公
众仅需对服务交付的失灵问题保持耐心，而不必通过主动性行为付出额外努力。
与之相比，共同服务维度更符合塑造公民性的价值共创情境的目标。其中，志
愿服务是公众进行共同服务的典型方式。Ｐａｒｒａｄｏ等学者（２０１３）指出，志愿服
务是合作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众的公共价值合作生产息息相关。因此，
有必要将具有志愿属性的共同服务纳入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考量。这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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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维度与Ａｒ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６９）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具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和重
叠，均揭示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不同行动模式。但正如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
（２０２１）注意到的，合作生产研究的公众参与路径缺乏对不同公众合作生产行
为，以及它们对价值创造影响的整体性理解。因而，本文对两类合作生产行为
的概念区分更关注合作生产行为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强调价值共创的实现需要
两类行为共同发挥作用，而并不侧重于反映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程度。

（二）公众合作生产动机图谱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
从动机角度来看，任何公众的合作生产行为都可以理解为主体基于利益权

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影响所做出的权变选择。理论模
型表明，不同动机的单独影响以及相互作用，影响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
和水平。但究竟各个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方向
和强度大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都需要量化研究方法予以考察和
验证。本文对理论模型进行阐释和拓展（如图１所示），并提出系列有意义的变
量关系和可供验证的研究假设。
１ ． 利益权衡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利益权衡型动机本质上是一种外在动机。在合作生产动机研究领域，关于

外在动机的认识已经较为丰富和成熟。已有研究发现，将提供外部奖励或惩罚
作为影响公众自我利益的方式，可以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努力（Ａｌｆｏｒｄ，
２００２）。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外在动机相关的动机仅能够激励公众执行相对简
单、频繁和简短的合作生产任务（Ａｓｑ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
现，为保障个体及家庭的安全利益，受利益权衡型动机影响的公众也愿意承担
复杂多样的合作生产任务。例如，有些受访者会深度参与到社区管理工作的监
督过程，动用智力资源持续提供意见反馈，在改善私人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
社区公共价值的改进。而这些行为并不是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具有公民型合
作生产行为的特征。Ｐｅｓｔｏｆｆ （２０１２）的研究也指出，当合作收益对公众具有持久
且至关重要的影响时，公众倾向于做出更多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１：利益权衡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２：利益权衡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２ ． 互动体验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合作生产本身会为公众带来丰富的参与体验（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贯穿

于个体与任务、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这
种内在感受表现为与社会心理相关的感恩、归属和效能感，并且对公众合作生
产行为具有形塑效果。首先，感恩心理塑造了个体平等交换和互惠利他的内在
动机，使个体能够超越狭隘的回馈或者模仿施惠者行为（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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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例如，在一线人员表率作用的影响下，公众除了遵从相关政策，还会主
动做出参与志愿服务等合作生产行为。其次，公众在政策遵从期间无法像平常
一样与他人建立社交联系，而合作生产可以为公众提供排遣负面情感、满足归
属需求的途径，使公众更容易与社区工作者、其他居民产生良性互动，进而增
强公众付出努力的意愿，建设性地做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多样化合作生产行为
（Ｌｅｔｋｉ ＆ Ｓｔｅｅｎ，２０２１）。最后，公众通过各类媒介获取健康知识和政策信息，有
效提升了自身的合作生产能力。由于个体的效能期望具有延展性（周文霞、郭
桂萍，２００６），公众在胜任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基础上，将自我效能感扩展到
其他相近或不同的领域，从而表现出更多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３：互动体验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４：互动体验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３ ． 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价值引领型动机强调公众的公共价值偏好，反映了公众的同情心、对社区

事务的关心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等（Ｕｚｏｃｈｕｋ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受价值引领型动
机的影响，公众更容易产生利他的价值取向，愿意将自身视角移向其他社会成
员，形成换位思考的心理机制（Ｈｏｅｖ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做出更多慷慨付出的行
为。同时，价值引领型动机也折射出公共精神、社区承诺、道德规范等不同形
态的规范价值，在本文的情境中体现为强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自律等公民
责任。这些价值观念能够从行动主义层面将公众的参与性与义务性价值偏好相
结合，激发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主动性。为维护自身所遵循的规范价值观和社
会基本准则，公众更倾向于做出与之相符的合作生产行为，进而获取基于自我
和谐感和自主感的心理收益（爱德华·伯克利、梅丽莎·伯克利，２０２０）。总体
而言，价值引领型动机具有明显的亲社会倾向，驱动公众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
生产行为增进公共价值。因而有：

假设５：价值引领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６：价值引领型动机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４ ． 不同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
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相较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当公民型合作生产

行为发生时，公众更有可能同时受到多种动机的激励作用。不同动机之间相互
交融、彼此影响，折射出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背后动机交互的基本模式。

（１）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Ｓｔｅｅｎ （２０２１）指
出，由于外在和内在动机都能够在合作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了解两
类动机存在何种拥挤效应，从而更加细致地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事实上，
在动机研究领域中，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经典性话题。相关
研究表明，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结论（张剑、郭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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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一些研究发现，外在动机由对任务结果的关注所推动，造成个体忽视对
任务内容的兴趣，从而削弱与内在动机有关的个体行为（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１９９６）；而一些研究也指出，个体可以同时受这两种动机支配并感知到叠加递增效
应，当基本的外在动机得到满足时，内在动机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形成较高的满
足感和创造力（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３）。如前所述，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
分别对应着公众的外在和内在动机，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机关系，可能会对具
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和创造性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因而有：

假设７：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互动体验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
影响作用。

（２）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价值引领型动机
本身包含着个体的不纯粹利他主义取向。Ｖａｎ Ｅｉｊｋ等学者（２０１６）指出，当个
体基于利他动机为他人创造价值时，会以另一种方式从中受益，例如提升合作
生产能力、建立社交联系等。这表明在价值引领型动机的驱动下，公众能够在
合作生产中获取积极的内部奖励，从而增强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而互动体
验型动机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动机，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资源投入的持久力
和耐力（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能够为公众进一步采取行动持续提供充足的内驱力。
因此，在两类动机的共同影响下，公众不仅可以基于公共价值视角深刻审视合
作生产所要实现的价值结果（Ｃａｒｍｅ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将合作生产视为个体造福
社会的参与途径，也会在持续的投入贡献中，不断积累自我效能感、社会归属
感等心理资本，从而持之以恒地保持积极的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８：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
影响作用。

（３）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学者认为，利
己动机和利他动机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个体能够通过利他的方式达到利己，
也可以在利己的过程中实现利他（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在价值共创情境下，这种相
互促进的动机协同关系尤为明显。当公众基于价值引领型动机在公共领域内促
进价值的创造时，可以通过相互创造的公共价值对其损失的私人价值进行补偿
（王学军，２０２０ｂ）。此时，公众不仅满足了利他的动机需求，也在为他人创造价
值的过程中，保障了与利益权衡型动机有关的个体利益。吴结兵和钱倩严慧
（２０２２）的研究指出，个体在满足健康等基本自利需求的基础上，更愿意做出具
有利他倾向的合作生产行为。随着合作生产的深入推进，个体在追求社会目标
等公共价值的同时，也在价值共创情境中实现了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平衡。
可以合理推测，在两类动机的共同影响下，公众能够更加持久地参与合作生产，
表现出更多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因而有：

假设９：利益权衡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交互
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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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检验和量化分析结果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理论模型涉及的研究假设。考虑到问卷发放的便

利性和针对性，本文选取甘肃、黑龙江、广东等地，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现场填
答问卷的判断抽样获取数据。本文剔除了无效问卷，最终从３１７份问卷中得到
有效问卷３０９份。鉴于调查样本并非来源于随机抽样，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整体而言，样本分布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见表３）。

表３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变量 统计项 数量（人）比例（％） 变量 统计项 数量（人） 比例（％）

性别
男 １７０ ５５ ０２

女 １３９ ４４ ９８

收入

３０００元及以下 ４１ １３ ２７

３００１ ～ ６０００元 ８４ ２７ １８

６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元 ９５ ３０ ７４

１０００１ ～ １５０００元 ５０ １６ １８

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０元 ２３ ７ ４４

２０００１ ～ ３００００元 １１ ３ ５６

３０００１元以上 ５ １ ６２

住房 有 ２２０ ７１ ２０

产权 无 ８９ ２８ ８０

年龄

２５岁及以下 ７２ ２３ ３

２６ － ３５岁 １４５ ４６ ９

３６ － ４５岁 ５４ １７ ５

４６ － ５５岁 ３１ １０ ００

５５岁以上 ７ ２ ３

学历

大专以下 ５６ １８ １２

专科 １０２ ３３ ０１

本科 １１８ ３８ １９

硕士 ３２ １０ ３６

博士 １ ０ 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现有的合作生产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在少数的定量实证

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缺乏严格的量表来测量各变量，因而无法为本文提供较为
成熟的测量工具。本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测量思路（顾丽梅、张云翔，
２０１９），依据质性编码结果构建问卷调查的测量工具，题项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 ５点量
表，量表尺度从“１ －非常不同意”到“５ －非常同意”。根据已有研究（吴结
兵等，２０２２；Ｖａｎｌｅｅ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Ｕｚｏｃｈｕｋ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本文将被调查
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和是否拥有住房产权等社会人口属性作为控制变
量。随后，本文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法测量问卷信度，主要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均高于０ ７，说明各个变量的测量工具拥有良好的可靠性。本文所使用的
变量、测量题项及主要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见表４。

·６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表４　 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和变量信度
变量 题项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７８

我会主动关注政府发布的最新情况
我会仔细阅读政府发布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
我会遵守政府发布的相关事项，例如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保持良好的
卫生和健康习惯、主动做好个人的健康监测等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能清楚地向他／她说明需要他／她做些什么
我能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社区工作人员能够履行他／她的职责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会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合作态度
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我会友好地与他／她进行交流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８１１

如果我对改善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会让社
区工作人员知道
当我得知社区招募公共卫生志愿者的消息，我会主动报名参加
我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我会鼓励他人积极配合社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
我会向他人宣传与政府共克时艰的积极言论
我会向他人宣传社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署和相关政策
如果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发布寻求帮助的消息，我会设法帮助他们
我会自发采取行动帮助他人，如向网友提供应对压力的健康策略等

利益权衡型动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７４６

我很清楚我做的事情可以为我带来什么实际好处
我觉得做这些可以使我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事件中过得更好
我害怕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会被批评谴责

互动体验型动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８０７

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
我觉得和大家共同应对会让我感到心安
我觉得和大家共同努力，能够有效遏制公共卫生事件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困难
我很感激处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一线的工作人员
我不想让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白费

价值引领型动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７２２

我很关心他人的健康安全
我对他人的健康安全负有责任
我不想给社会添乱
我想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结果分析
１ ． 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为了降低问卷调查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文在问卷发放时向被调

查者强调个人信息和回答的保密性，以降低被试的社会称许性干扰。随后，本
文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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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率为３３ ８４８％，显著低于临界值４０％的标准，说明本文
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利用ＡＭＯＳ２３ ０对所有变量测量量表的题项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５所示，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

２ ／ ｄｆ ＝ １ ７５８ ＜ ３，
ＲＭＲ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１３ ＞ ０． ９，ＴＬＩ ＝ ０ ９０３ ＞ ０ ９， ＩＦＩ ＝ ０ ９１４ ＞
０ 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 ＜ ０ ０８），其余的替代模型的拟合指数都不如五因子模型理
想，说明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可以相互区分。

表５　 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效度
模型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Ｒ ＣＦＩ ＴＬＩ ＩＦＩ ＲＭＳＥＡ
五因子 １ ７５８ ０ ０４６ ０ ９１３ ０ ９０３ ０ ９１４ ０ ０５
四因子 １ ７９ ０ ０４７ ０ ９０８ ０ ８９９ ０ ９０９ ０ ０５１
三因子 １ ９２９ ０ ０５ ０ ８９１ ０ ８８１ ０ ８９２ ０ ０５５
二因子 １ ９４７ ０ ０５ ０ ８８８ ０ ８７９ ０ ８８９ ０ ０５５
单因子 ２ ５１ ０ ０６２ ０ ８２１ ０ ８０７ ０ ８２３ ０ ０７

注：四因子为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和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两个变量合并，三因子为利益
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三个变量合并，二因子模型是合并三个动机
变量和两个行为变量，单因子是合并所有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６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和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公众

的利益权衡型动机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ｒ ＝ ０ ５０３，ｐ ＜ ０ ０１）、公民型合作
生产行为（ｒ ＝ ０ ４９１，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同时，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与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ｒ ＝ ０ ６０４，ｐ ＜ ０ ０１）、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ｒ ＝ ０ ５５６，
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公众的价值引领型动机也与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ｒ ＝
０ ５８１，ｐ ＜ ０ ０１）、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ｒ ＝ ０ ６２１，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
上述相关分析为研究假设１至假设６提供了初步支持。由于部分自变量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变
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值在１ ０６ － ２ ２４８
之间，均未超过公认的警戒值，有理由认为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６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性别 １ ４５ ０ ４９８ －

年龄 ２ ２１ ０ ９８６ ０ １９ －

学历 ２ ４２ ０ ９１４ ０ ００７ － ０ １５９ －

收入 ２ ９４ １ ３５８ ０ ０８９ ０ １４ ０ ２３８ －

住房产权 １ ２９ ０ ４５４ －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８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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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参与型合作
生产行为 ３ ８３５ ０ ６２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４ － ０ １１４ － ０ ０６７ －

公民型合作
生产行为 ３ ７４ ０ ６４６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９４ ０ ７４１ －

利益权衡
型动机 ３ ５９ ０ ９１５ － ０ １２６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７ － ０ ３１１ － ０ ０６１ ０ ５０３ ０ ４９１ －

互动体验
型动机 ３ ８ ０ ７１５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４ － ０ １４３ － ０ １０５ ０ ６０４ ０ ５５６ ０ ５７５ －

价值引领
型动机 ３ ８３７ ０ ７０９ － ０ １２５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４ － ０ ２３５ － ０ １４４ ０ ５８１ ０ ６２１ ０ ６０３ ０ ７１７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如表７所示，利益权衡型动机（β ＝ ０ １８４，ｐ ＜ ０ ００１）、互动体验型动机

（β ＝ ０ ３２７，ｐ ＜ ０ ００１）、价值引领型动机（β ＝ ０ ２４４，ｐ ＜ ０ ００１）显著正向
影响公众的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假设Ｈ１、Ｈ３、Ｈ５得到支持。利益权衡型动
机（β ＝ ０ １７５，ｐ ＜ ０ ０１）、互动体验型动机（β ＝ ０ １７４，ｐ ＜ ０ ０１）、价值引
领型动机（β ＝ ０ ４１１，ｐ ＜ ０ ００１）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假设Ｈ２、Ｈ４、Ｈ６得到支持。在验证不同动机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交互影
响时，本文先将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进行去中
心化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交互项“互动体验型动机×利益权衡型
动机”（β ＝ ０ ２８０，ｐ ＜ ０ ００１）、“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β ＝
０ ２５９，ｐ ＜ ０ ００１）、 “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 （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０１）均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且交互效应为正，假设７至
假设９得到支持。

表７　 回归分析结果
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控制变量
　 性别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５
　 年龄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７
　 学历 ０ １７８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收入 － ０ １７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１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８
　 住房产权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６
自变量
　 利益权衡型动机 — ０ １８４ — ０ １７５ ０ ２８７ — ０ ２３４

　 互动体验型动机 — ０ ３２７ — ０ １７４ ０ ４９６ ０ ３１３

　 价值引领型动机 — ０ ２４４ — ０ ４１１ — ０ ５０６ ０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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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 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交互项
　 互动体验型动机×
　 利益权衡型动机 — — — — ０ ２８ — —

　 互动体验型动机×
　 价值引领型动机 — — — — — ０ ２５９ —

　 利益权衡型动机×
　 价值引领型动机 — — — — — — ０ １８０

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４４０ ０ ０３７ ０ ４３５ ０ ４３２ ０ ４７ ０ ４４８

调整后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４２５ ０ ０２１ ０ ４２０ ０ ４１７ ０ ４５６ ０ ４３３

Ｆ值 ３ １５２ ２９ ５０６ ２ ３４３ ２８ ９１８ ２８ ５６１ ３３ ２８９ ３０ ４４５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聚焦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情境，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类型公众合作生产
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机理，为透视中国情境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开
启了一扇微观窗口。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展开以下讨论。

首先，通过对案例的混合研究发现，公众在合作生产过程中不仅专注于政
府期望的政策价值，采取具有参加、合规、遵从等典型特征的参与型合作生产
行为，承担与价值共创紧密关联的一般合作生产任务；也愿意为实现公共价值
最大化付出额外的合作生产努力，即利用个体储备的认知资源、心智资源及其
他能力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创造更加
广泛的公共价值。就学术意义而言，与过去研究中笼统地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
归纳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创造价值的任何活动相比，本文依据任务特征和价值结
果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类型进行细分，从价值共创角度拓展了公众合作生产行
为的内容结构，为后续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行为研究搭建基本的分类框架。就
政策意义而言，这一发现有助于政府根据任务类型和价值期望的现实需要，明
确其所要推动的合作生产行为是什么，避免在合作生产激励过程中出现“一刀
切”的线性思维，保障合作生产管理达到精准有效。

其次，研究发现，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
激励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三种机制均会对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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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利益权衡型动机是指公众基于合作收益和制裁损失
的利益权衡，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表现，对两类行为的影响
较为稳定；互动体验型动机关注公众的感恩心理、社会归属和自我（或集体）
效能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强调情感、关系、共同体验等内部激励，更侧重于引
导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价值引领型动机则重视他人利益的实现程度，折射出
公众对合作生产更高的价值追求，更侧重于促成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就学术
意义而言，这一发现确证了已有相关研究中的动机结论在价值共创语境下的适
用性。同时本文对公众合作生产动机类型的归纳，也与当前行为公共管理领域
中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所构建的动机图谱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和重叠（张书维、李
纾，２０１８），契合以“自主性－控制性”为轴线分布的个体动机结构，为后续
合作生产动机的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思路。就政策意义而言，政府可以根据特定
合作生产行为背后的关键动机，有所侧重地对既有激励措施结构进行策略性设
计或优化，使公众在参与过程中接收及时有效的政府回应和行为反馈。

最后，研究发现，公众在多种动机的共同影响下更有可能产生公民型合作
生产行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蕴含着公众的多元价值诉
求，需要公众具备复杂的合作生产动机（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２）。量化结果进一步指出，
“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和
“利益权衡型动机×价值引领型动机”均对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
作用，表明不同动机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促进的交互效
应，影响着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这一发现也表明，外在动机和内
在动机之间并非总是相互挤出。正如动机协同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外部动机削
弱或促进内部动机取决于外部动机的类型（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３）。在本文的情境中，
与利益权衡型动机相关的外部奖励是公众对安全利益的切身需求，更多地表现
为一种生理本能的自我激励而非一种操控手段。因此，利益权衡型动机并没有
损害公众的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而是体现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
机之间的叠加效应。就学术意义而言，目前公众合作生产动机研究仍侧重于考
虑动机的类型学探讨，对不同动机如何共同塑造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解释力有
限。有学者指出，不同动机之间交互影响的实证分析是未来合作生产领域研究
的重要议题（Ｌｅｔｋｉ ＆ Ｓｔｅｅｎ，２０２１）。本文根据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在价值共创语
境下的全新阐释，在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的动机归因上增加了动机交互影响的
实证证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情境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实证研究。就政策意
义而言，这一发现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合作生产动机通常
是由复杂、多元且离散的价值关切所构成的混合形态，政府等公共服务供给主
体可以通过设计更多的参与途径及创造公共价值的机会，激励公众在“非本职
职责”范围内，结合个体需求、能力和经验整合自有资源，丰富合作生产中公
共价值创造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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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本文探索了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

理论的微观层面研究。在合作生产领域的前沿文献中，尽管学者们从中观理论

视角提出基于价值共创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框架 （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１８），但仍
鲜有探讨个体在合作生产中如何构建价值共创的微观环境 （Ｏｓｂｏｒｎｅ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本文在沿用 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对合作生产定义的基础上，尝试突破目前相
关研究多在理论层面阐述的局限并延伸至具体的合作生产情境。通过混合研究

的方式，本文在案例中挖掘质性和量化证据，构建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

与行为模型，进而解析了公众在服务中参与各类价值共创活动的微观过程。其

次，本文拓展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价值创造研究。与 Ｂｒｕｄｎｅｙ所提出的合作生
产扩展模型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中的观点一致，本文认为合作生
产水平不只是依赖于公众消费服务的程度，也取决于公众参与服务生产的程度

（Ｂｒｕｄｎｅｙ，２０２０）。在 Ｏｓｂｏｒｎｅ等学者 （２０２１）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细化服
务生产阶段中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类型与维度，厘清了不同类型的公众合作生

产行为在价值创造层面的区别和联系，进而为促成更高水平的合作生产提供理

论依据。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本文仅通过一类案例情境进行实证分析，由于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和行为表现依赖于服务情境，扎根于公共卫生应急情

境的研究结论在其他公共服务、公共项目、公共政策中应用的推广性仍有待验

证。二是合作生产动机与合作生产行为的确切关系并未进行严格的因果推断，

尤其是需要进行更严格的设计确认不同动机之间相互促进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未来可以选取合适的实践场域进行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三是本文在数据测

量上并没有借鉴成熟的测量工具，而是将质性研究的发现作为建立测量工具的

基础，这可能与经典量表的标准存在偏差，产生测量误差。未来可以在本研究

的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与行为量表，对相关变量的精准测量做

更深入的探索。在相关实证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

产理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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